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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经走过40余年的

发展历程。40年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将文化教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阶段文化教学的肇始期(1980s~1990s)，学者们意识到语言教学当中伴随着文化教学。第二阶段文化教

学的发展期(2000~2012)，诸多文化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被提出。第三阶段文化教学的多元创新期

(2013~2025)，区域国别化和数智化技术融入文化教学。文章梳理了文化教学的发展脉络、总结了研究

不足并且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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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In China, cultural research within the teach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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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egan in the early 1980s and has evolved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Whil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during this period, certain challenges remain. This 
paper divides cultural education into three developmental phases: The Initial Phase (1980s~1990s): 
Scholars recognized the inseparable role of cultural teaching i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Develop-
mental Phase (2000~2012): Numerous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ies for cultural instruction were 
proposed. The Diversified Innovation Phase (2013~2025): Regional, country-specific approaches 
and 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were integrated into cultural teaching. The study outlines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education, identifies existing gaps in research, and offers insights into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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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上百种，季羡林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胡文仲将文化分为物质、制度、

精神三层次；张岱年、方克立将文化分为物态、制度、行为、心态。自 Hall 提出“文化即交际”以来，

学界普遍认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深层规约。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张占一进一步区分“知

识文化”(如历史典故)与“交际文化”(如称呼礼仪)，为文化教学内容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语言和文化互为载体，互相塑造。语言是文化的镜子，语言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社会心理、

道德标准、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情趣等，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要素当中的语音、词汇以及语法

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赵贤洲(1992)认为，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性有着不可分割的相关性和整体性[1]。
离开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准确地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困难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本质，是处理语言

能力培养与文化理解建构的互动关系。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历来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播与理解。学习者只

有将语言知识和对应的文化背景知识融为一体才算是最终完成了对外汉语教学。 
文化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本文将文化教学的研究从 80 年代起，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1980s~1990s)，这一阶段毕继万、张占一、赵贤州等学者都强调对外汉语教学当中应当

强调文化教学，并针对教学提出了对文化的定义。吕必松、陈光磊等学者都在强调文化教学应当融合在

语言教学当中，并为语言教学服务，着重强调“交际文化”。第二阶段(2000~2012)，这一阶段由于孔子

学院成立以及国家相关政策实施，文化教学已经从语言教学当中独立出来并且文化教学持续性发展，诸

多学者已经开始讨论文化教学的原则和方法。第三阶段(2013~2025)，这一阶段离不开国家的大背景，“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使得国际中文教育进入黄金期，随着科技发展，高新技术的方法也融入文化教学。 

2. 文化教学肇始期(1980s~1990s) 

1978 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来华留学生也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

来华留学人数迅猛发展，据统计，1978 年~1988 年中国内地的 40 余所高校先后成立了对外汉语教学机

构，共接收来自 130 余个国家的 1.3 万多名留学生和 3.3 万多名短期来华进修生[2]。1983 年，“对外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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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被教育部确认并正式设立。鉴于语言和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些学

者随之提出要倡导弘扬中国文化，要正确处理语言教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 强调文化差异是语言教学的障碍 
吕必松(1983)认为不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就很难理解语言本身[3]。毕继万(1985)指出文化、思

维以及礼俗差异三个方面都是语言交际的障碍[4]。常敬宇(1987) [5]、陈光磊(1992) [6]都指出，语言伴随

着文化，语言离不开背后的文化和交际对象。 
例如，语言当中的思维文化不同，中国年月日的表达是从大到小，而西方则是从小到大；语言当中

的心态文化不同，中国人说话比较谦虚委婉，往往采用卑自尊人的方式，对别人用“贵 + x”，对自己用

“我 + x 或者敝 + x”；语言当中的交际文化也不同，中国人有时会问候别人的年龄、家庭、工作等，在

西方人看来这些属于隐私，不随意告诉陌生人。以上内容都会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交际的差异。 
由此来看，不同的语言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下，文化差异影响着语言交际，也影响着汉语作为第

二语言的教学。国际中文教师在教学当中需要正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二) 重点聚焦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 
张占一(1984)在《试论个别教学及教材》当中从功能的角度首次提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7]。

中国的四大发明、山川地理、古典诗词等属于知识文化，而语言当中的问候语、谦语、敬语、隐私忌讳

等属于交际文化。吕必松认为“交际文化”是隐含在语言当中可以反映某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

以及思维方式，本族人往往习焉不察。中国人见面时常会问：“干什么去了”“吃了没”“最近在忙什

么”等，这都是比较常见的问候语，而在西方这些都是真实的问题，见面就问这些问题会被看作是不礼

貌，侵犯隐私的表现；告别时中国人会说“请慢走”“走好”“路上当心”等作为告别语，西方人则不

理解为什么要慢走，而不是快走。赵贤洲(1989)赞成张先生观点，认为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当中

这种划分是合理的，并进一步指出，在语言技能导入的同时应该导入文化能力，要与语言同步增强文化

的洞察力[8]。 
张占一(1991)进一步深化了交际文化与知识文化的概念并将其延伸到非语言交际的层面[9]。体态语、

社交礼俗以及语言当中的语体特征等都是非语言交际的层面，非语言交际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当中比较重

要的内容。例如，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神交流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有不同的做法。西方人在

交谈时需要直视对方，而在日本则不然，在东亚国家交谈时也不能长时间直视对方，尤其是异性之间，

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表现。胡明杨(1993)认为越来越多文化因素注入汉语教学当中，因此他列举

了六条重要的影响语言交际和使用的文化因素[10]。这六条文化因素是教师在教学当中需要优先考虑的

因素。 
语言是用来交际的工具，因此“交际文化”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可以说，中国对

外汉语教学界形成自家特色的文化研究是以张占一先生提出的“交际文化”为开端和导向的。 
(三) 研讨文化教学的定位、定量、定性问题 
吕必松(1990)提出，“第二语言学习必须包括语言内容、语言技能和文化背景知识”，但是当时缺少

对文化背景知识的定性和定量研究[11]。因此，林国立(1996)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进行了定位(关于文

化的知识和语言是上位关系，文化因素和语言是下位关系)、定性(交际文化通过词汇、语法和语用表现出

来)、定量(循序渐进教学)，并指出只有文化内容进入了语言和言语交际中影响了顺利交际的内容才是文

化因素[12]。陈光磊(1997)提出：“语言当中的文化因素大多为交际文化，并将其分为‘语构文化’‘语

义文化’‘语用文化’”[13]，这也是文化的定性问题。 
根据学者们的观点，本文认为在初级阶段的汉语教学当中，应当以交际文化为主。教师在教学当中

需要为学生讲解清楚中国人为什么见面时会有“吃什么了”“去哪里了”等问候语，以及什么情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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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些语言，不然有的留学生可能会在洗手间碰到同学时问“吃了吗”，还有留学生在面对老师夸赞

时会回应道：“谢谢老师，你可真会拍马屁”，这些交际语言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交际文化教学效果

直接影响交际是否顺利进行。 
此外，文化因素定性、定位与定量的确定有利于解决文化教学中“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由

李泉、杨瑞合编的《汉语文化双向教程》1999 年出版，采用了 1988 年《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

提出的“结构–功能–文化”原则，此教材将语言当中的文化因素伴随语言教学展开。 
(四) 产生跨文化交际研究萌芽 
跨文化交际学起源于美国，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交际。20 世纪 80 年代初跨文化交际学

引进中国，随后在我国外语教学界、对外汉语教学界等领域迅速发展起来。周小兵(1996)从历时与共时、

民族与地域、交际与知识、词语与非词语四个方面的文化强调了跨文化交际当中应注意的四个问题，并

且他也提出：“在对外汉语教学当中应当注重语言当中的交际文化。”[14] 
几部比较有影响的跨文化交际著作都出版于 20 世纪 90 年代，1997 年胡文仲、高一虹编著的《外语

教学与文化》、周思源编著的《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徐大明等编著的《当代社会语言学》等都提到了

外语教学伴随着跨文化交际。这个时期的论文和著作都为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导入和教学提供了一定

思路。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都将汉文化与英语文化作为对比研究对象，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该阶段是文化教学的肇始期。该阶段研究通过“交际文化”理论构建，逐步实现了从“文化依附”到

“文化自觉”的学科觉醒，但是学者们也没有对文化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深入思考，国家层面对文化

教学和文化推广传播的重视程度也不够。 

3. 文化教学发展期(2000~2012) 

(一) 国家出台政策促进文化教学发展 
这一时期国家层面愈发注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当中文化传播和文化教学的重要性。2004 年孔子

学院全球启动，其致力于世界各国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文化传播也随之成为国家的文化政策。2005
年 7 月，第一届世界汉语教学大会召开首届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国际汉语推

广”的战略转型，此外，《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2008)首次将“文化意识”列为教学目标。 
(二) 文化教学双重性理论推动文化教学发展 
张英(2006)指出文化因素和文化知识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两种不同文化知识，前者所涉及的文

化存在于语言形式之中，属于语言的文化要素，后者涉及的文化存在形态大于语言形式，尽管它们在意

义上相关，但其外延和存在形态是不同的，两种文化形式需要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但是最终都为了培养

跨文化交际的能力[15]。亓华(2007)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当中的文化不应当仅局限于语言中的交际文化，这

样限制了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视野和范围[16]。 
语言当中的文化因素指的是“语用文化”和“语义文化。根据张占一、陈光磊、祖晓梅等学者的观

点，本文将语用文化分为“称呼语、禁忌语、客套话、告别语、谦语、敬语、委婉语”七类，语义文化分

为“颜色词、比喻用词、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六类。这些文化形式教学需要在语言教学同时进

行讲解和操练，如果留学生不能掌握语言当中的文化因素，很可能会出现交际障碍。例如，有的来华留

学生在和老师交流时会说：“老师你几岁了”“老师我想和你谈话”，见到熟悉的老师后会称呼老师为

“大姐”，甚至直呼老师的名字等现象，这些显然不符合中国交际规约。 
另一种文化形式则是与语言联系相对不紧密的文化形式，例如社会习俗、传统价值观念、审美情趣

等方面。比如说，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思想、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各种传统节日背后所蕴含的深层

次精神文化以及中国目前的国情。这一方面的教学主要是针对中高级汉语学习者进行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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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一种文化都是国际中文教学当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形式，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化都是为了汉语

国际推广和文化传播的需要。 
(三) 文化教学的策略促进文化教学发展 
1) 文化教学的原则 
李春梅、宋珉映(2009)提出，文化因素是教学的重点并且提出了五种较为全面的文化因素教学原则：

循序渐进、纵横适度、善作对比、弘扬精华、注重实践[17]。李枫(2010)分别从初、中、高三个阶段提出

了文化因素在不同阶段的策略。初级阶段：注意“点到为止”与“增长见识”之间的分寸；中级阶段：在

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兼收并蓄；高级阶段：在潜移默化的教学中“推波助澜”[18]。 
例如，中国人姓名的文化。初级阶段只需要为留学生讲解中国人是姓在前名在后，与西方恰恰相反，

并且使学生了解在中国询问“您贵姓”的问法和回答方式，到了中高级阶段可以为学生讲解中国姓名背

后的“家天下”和延续千年的“家族观念”，但是要以目前当代的“家文化”为主，尽量减少讲解古代的

相关文化，如古代女子嫁人后需要随夫姓问题，此外，汉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价

值观念进行区分，形成对比。如此一来，学生可以逐渐接受中国价值观念和文化。 
此外，有学者提出在文化教学当中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文化沙文主义、注意文化教学内容的

现实性和可接受性。国家汉办 2007 年发布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提出要妥善处理涉及中国国情方面的

敏感性话题。在面对领土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比较敏感话题方面，汉语教师需要尽量回避，如

果无法回避，在涉及此问题上必须坚定立场，把握原则。 
2) 文化教学的方法 
吴伟克(2004)提出，文化即表演的体验式文化教学范式。祖晓梅、陆平舟(2006)提出以“人种学”研

究方法去参与和调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做事风格，这样不仅可以激发留学生学习文化的兴趣，培养其

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还可以提高其语言交际的能力[19]。后面诸多学者也相继提到相关的文化教学方法，

虽然叫法不同，但是归纳起来就是“情景法”“实践法”“讲座法”等。 
以讲解“长城文化”为例，首先可以运用讲座以及课堂教学的方式为学生进行展示和基本内容讲解，

课后可以布置作业，学生自己设计“长城一日游”规划，并带领学生亲自感受长城风采，待学生对长城

有了直观且深入了解后，再为其讲解关于“毁我长城”“钢铁长城”“孟姜女哭长城”的内含，吟唱关于

长城的歌曲，从而使学生深入了解长城在中华文化当中的价值。 
因此，文化的教学与单纯的语言教学是不同的，文化教学的方式重在体验和感悟。教师可以在课堂

中设计相关活动并且引导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在课后积极带领学生真实体验中华文化，从而加强学生对

中华文化的体验。同时，教师也应该拥有“海纳百川”的情怀，引导学生求同存异，帮助学生克服障碍，

最终达到和谐与共融。 
这一阶段是文化教学的发展期，国家通过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将文化教学制度化，学

界区分“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并拓宽教学视野，提出分阶段、重实践的教学原则及体验式、人种学

等创新方法。但是仍然存在着文化大纲建设不足、评价体系缺失且文化教学与科技数智化结合不紧密等

缺点。 

4. 文化教学多元创新期(2013~2025) 

(一) “一带一路”倡议助推文化教学创新化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文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交流作用日益凸显，国际中文教育迎

来了宝贵的黄金发展期。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017 年孔子学院总部首次推出“孔子学院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会论坛，在对“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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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进行深入调研后，起草《孔子学院发展行动计划》并适时修订《孔子学院章程》，通过制定

《行动计划》和修订《章程》，推动孔子学院持续优化全球布局，稳步扩大办学规模，不断提升办学质

量，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外友好合作大局[20]。周延松(2021)认为要大力加强本土化与规范

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在自身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尽快建设词汇、文化等方面的教学大纲和课程

评价模式[21]。何茜、王爽(2024)指出，要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完善“中文 + 职业”

技能体系建设、加快沿线孔子学院布局升级、探索科技赋能“国际中文教育模式”、助推国际中文教育

在地化发展[22]。 
梁宇、李诺恩(2025)提出，目前亟须开发优质数智资源，提高中文与职业技能学习效率，从而提升职

业技能学习，增进文化理解[23]。这些新技术与汉语课堂的结合提高了学习效率和便捷性，使得延续两千

多年的传统教育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也将成为汉语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 
具体来说就是需要“一带一路”国家依托孔子学院建设“中文 + 文化”、中文 + 职业的教学方式，

开展书法、剪纸、太极等中华传统文化课堂；开发国际中文教育元宇宙，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使得学习

者在体验文化当中理解中华的语言和文化；开发智慧式教学资源，建设优质大学幕课供学生使用学习；

积极运用 ChatGPT 构建深度学习大模型。 
(二) 文化传播政策助力文化教学多元化 
“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等倡议也成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主旋律。

赵金铭(2014)提到，我们应加强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这将在跨文化交际

中增加巨大的动力[24]。2021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

要任务。”[25]《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2021)明确“文化理解”能力指标(如中国人的家庭观

念等)。高立平(2022)指出：“作为汉语教师应当正视文化差异、养成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坚守立场

和边界。”[26]这一阶段受到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诸多学者均提出各种各样的文化传播策略和方式

助力汉语国际推广和汉文化传播。 
这一阶段的文化教学研究呈现多元化、创新化的趋势。一方面由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学者们注

重研究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优秀民族精神的措施以及“中文 + 职业”的教学对策，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创

新发展，现代科技化、数智化手段也被运用到文化教学当中。但是针对国别化、个性化的文化教学方式

和资源开发有待提升。 

5. 当今文化教学研究不足 

(一) 文化教学大纲与教材结合不紧密 
林国立(1997) [27]、张英(2006) [15]、李泉(2015) [28]提出，文化教学需要大纲指导，可以从学习者认

知规律或者文化结构出发去制定。但是关于文化教学大纲、教学理论框架建设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明显存

在不足。从 80 年代到如今，官方发布的成型的文化教学大纲有四部。第一部《中美网络语言教学项目中

国文化教学大纲》，第二部《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国文化题材及文化任务举例表》，第三部

《国际汉语分类文化项目表》，第四部《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前三部均存

在文化内容覆盖不足、分级不明确、内容宽泛等问题。 
最成熟的是 2022 年语合中心发布《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它基于学习者的认知水平将文

化点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级并且将文化知识分为“社会生活”“传统文化”“当代中国”3 个一

级项目、32 个二级项目以及若干个三级项目。这是第一部独立而系统的文化教学大纲，其发布标志着国

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进入新阶段。但是由于该大纲问世时间较短，因此大多数文化教材均出版于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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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之前，所以没有将最新的《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大纲作为参照目标和评估范围。 
(二) 文化教学内容的历史偏向与时代脱节 
文化教材内容厚古薄今是最具代表的体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文化教学当中应当注

重当代优秀文化。李泉(2011)指出：“文化呈现应当古今联系，以今为主。”[29]但是由赵金铭主编的非

常不错的一套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教材《中华文化传播》在介绍婚姻习俗和丧葬习俗以及其他文化内

容时依旧以较大的篇幅介绍古代的习俗，而对当今的社会变迁后所体现的习俗介绍极少，这部教材的“厚

古薄今”现象尤为明显。 
此外，我国目前社会的热门话题在教材当中的呈现率不高。航天、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新四大发

明“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无人机外卖”等中国科创成果刷新了世界青年对中国的认知。我国

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以及当今社会的婚恋文化、职场

文化、外卖文化等都是当代社会的热点文化。但是本文对目前学界较新且使用比较广泛的教材进行了考

察，发现教材当中对以上内容涉及不足。韩鉴堂主编的《中国文化》(北语版 2018 年第 3 版)对于当代中

国的教育问题、老龄化问题以及医疗问题没有涉及，王洪顺主编的《中国概况》(北大版 2022 年第 5 版)，
对于当代中国的教育问题、就业问题、消费问题也没有涉及。 

文化教学针对性、国别化问题研究较少。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来华与

在地汉语学习人数均显著增加，截至 2025 年该倡议目前已有 153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

随着“一带一路”互通互联建设的不断深入，本土“中文 + 职业”复合型人才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普遍需求这当中也就伴随着相应的文化输出。因此需要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制

定出国别化、区域化、个性化的文化教学内容。例如，有的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只是为了完成贸易，那

么针对此类的汉语教材就应该多凸显中国的“商务文化、谈判文化、礼仪文化”，而不必过多介绍中国

的家庭伦理以及其他历史文化等内容。目前，我国在国别化、个性化文化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亟待加强。 

6. 未来展望 

（一） 加强文化教学大纲与教材结合度 
《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是一部较为成熟的文化教学指导性大纲，且相较

于其他教学大纲来说其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并且其也是在参考了多部成熟文化教材之上所研发的。

《参考框架》甚至可以说在汉字、词汇、语法等维度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维度。因此，《参考框架》可以

继续用于指导文化教材的更新和编写汉语教材。学者们在编写汉语教材时应当将其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加强其与教材的结合度，并用其指导文化教学，以此来提高文化教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二) 侧重介绍当代中华文化 
我国目前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在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加需要向外国人介绍我们当

代优秀的文化，避免“重古轻今”和碎片化的现象，通过古今对比、中外对比、突出当代的方式传播优秀

中华文化。如果课本里没有呈现当下社会热门文化，教师可以在课堂当中可以补充一些教学内容，如“外

卖文化”“职场文化”“教育文化”等问题。例如对于职场文化，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拍摄一个纪录片记录

其感兴趣的企业某员工的一天，从而引导学生思考中国目前的“内卷”机制和背后所蕴含的中国人对于

工作和家庭的价值观念。对于教育文化，教师可以先介绍网络热词“普娃”“鸡娃”“牛娃”等进行文化

解码、讲解“孟母三迁”与当代学区房关联故事、带领学生采访高考家庭父母心态，可以通过角色情境

扮演的方式加深学生的体会并且引导与其母语文化进行对比，从而加深对中华现代文化的体悟。 
(三) 注重国别化和针对性教学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文化铺路，国际交流与合作涉及各种途径、各个领域。因此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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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制定出国别化、个性化的文化教材。汉语教师也需要对其完成个性化的

文化教学，汉语教师首先要了解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需求，学习者是为了商务洽谈还是仅针对其工作行业，

还是自身对汉文化的热情。对于需要商务洽谈的学习者，汉语教师仅需要向其介绍中国的商务文化、谈

判文化以及对应交际技巧和方式，不必过多介绍其他文化。对于工作需要的汉语学习者，汉语教师为其

讲授该行业的汉语知识和文化。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教学，汉语教师自身都需要对学生的母语文化具有

一定了解，注重国别化问题，并且要引导学生进行文化对比，从而使学生构建起自身需要的汉文化体系。 
国际中文教育不仅是语言传播工具，更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纽带。未来需以文化为魂、技能

为用、科技为翼，通过标准化规范、本土化创新、数字化升级，实现从“语言教学”到“文化融通”的跨

越，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 结语 

总之，四十年来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学研究取得累累硕果，但是当中也存在研究不足，比如，个性

化、区域化、国别化文化教学内容研究不足、文化教学大纲与教材结合不紧密、文化教材存在知识“重

古轻今”现象。本文对四十年来的研究做一个简单梳理，提出不足并展望未来发展，期望对国际中文教

育中文化教学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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